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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由 1980年港英年代的財政司夏鼎基 

爵士（Sir Philip Haddon-Cave）所創。六十年代郭伯偉爵士（Sir John 

Cowperthwaite）長期擔任香港財政司（1961–1971），他可說是二戰後

香港經濟發展的主要奠基人之一。郭伯偉的經濟哲學思想與十八世

紀盛行的英國「經濟自由主義」（economic liberalism）創導者阿當．斯

密（Adam Smith）和約翰．彌爾（John S. Mill）一脈相傳，這學派主張

「自由放任」（laissez-faire），因此在郭氏主政香港財經事務的年代，

港英政府對香港的經濟事務基本上是採取自由放任的態度，認為應

完全由市場來決定經濟的發展和走向。香港經濟確在五十與六十年

代取得了飛躍式的發展，西方傳媒和經濟評論界亦把香港的「經濟

奇跡」歸功於經濟自由主義的推行，把香港稱之為「約翰．彌爾之

地」（“J. S. Mill’s Land”）。到了夏鼎基接掌香港財政司（1971–1981），

香港的經濟比五十、六十年代遠為複雜，夏氏認為香港政府對經濟

的順利運行有一定的特殊責任，但他認為經濟仍應以市場為主導

（「大市場」），政府只有在市場失靈或企業不願做但又不得不做的情

況下才介入經濟（即「小政府」或「最小干預」政策），這便是他主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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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積極不干預」（“positive non-intervention”）政策。夏氏所說的「積

極」其實是一個形容詞，即「積極性不干預」。後來很多人（包括若

干學者和媒體評論人士）把這詞語誤解為「積極地不干預」，「積極」

二字從形容詞變成了副詞，把「積極不干預」等同「自由放任」，因

而引起了很多的誤解，以為政府甚麼事都不做。到了彭勵治爵士

（Sir John Bremridge）出任財政司時（1981–1986），他甚至說，「自由

放任」對香港而言是一個「恥辱性的詞語」。到了麥高樂（Hamish 

Macleod）擔任財政司（1991–1995），他宣佈放棄使用「積極不干預」

一詞，主要是此詞語引起對香港經濟哲學思想的長期誤解。儘管如

此，「積極不干預」還是持續在討論時出現。

早在1980年代中，筆者首次在報上發表文章討論「積極不干預

主義」（文章題為〈正確認識積極不干預主義〉，《明報》，1986年4

月17日），隨後又陸續在《明報》、《華僑日報》及《星島日報》等報

章發表了多篇討論相關問題的文章，而「積極不干預主義」一詞在

香港亦逐漸廣為人知。2007年，香港《經濟導報》創刊六十周年，

筆者應邀在該雜誌六十周年紀念的特刊發表一篇對「積極不干預 

主義」總結性的文章（題為〈「積極不干預主義」：一個持久被誤解的

經濟哲學〉，《經濟導報六十周年紀念特刊》[1947–2007]，頁153–

155），對有關課題作了一次總結性的討論。

過去，學界討論「積極不干預」主要集中在經濟學層面，對於

其他學科層面如政治、社會、哲學、文化等方面則較少涉及。最近

筆者很高興得悉，澳門理工學院公共行政系的黃兆輝博士對有關課

題下了很大的工夫，他借助大量的一手資料，全面探討諸多洋儒和

中國通對積極不干預的理解，並進行了深入的剖析，寫成了這本題

為《積極不干預：港英政府的中國通》的專書。這本專著學術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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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有原創性。這是筆者第一次讀到經濟學以外的學科對「積極 

不干預」所作的全面的闡釋，可說是一本相當難得的著作。全書文

筆流暢，適合不同類別的人士（包括專家學者、大學生和研究生） 

閱讀或參考。黃博士的專著出版在即，徵序於我，謹綴數語，是 

為序。

饒美蛟　謹識 

前香港中文大學管理學系講座教授 

前嶺南大學副校長，現為榮休講座教授 

2017年6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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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1997年主權回歸中國之後，香港以「港人治港」的姿態出

現，但管治效果每況愈下，所以惹起了不少國內外大學、出版社和

智庫機構的關注，吸引了許多人開始研究香港問題，也出版了不少

有關論文和書籍。1 可是，這些論文和書籍至今仍未能解釋清楚，

與特區政府相比，港英政府治理效果較佳的深層原因，或洋人官員

較受市民愛戴的客觀因素。多年來解釋香港輝煌日子的「獅子山下

精神」、「積極不干預」、「小政府大市場」等概念，若不是無法再次

複製，就是太過籠統抽象，令人不明所以，無從具體實施，概念流

於「信不信由你」的狀況，對提升特區政府的管治水平毫無幫助，

甚至反過來把前人的心血付諸流水，這實在可惜。因此我們有需要

搞清楚，港英政府究竟是按甚麼準則來施政的？有甚麼比較高明的

1 葉健民在〈香港研究已死，真的嗎？〉一文中指出：「過去十年間（2005–
2014）以香港為題的社會科學、歷史、法律、教育和地理的博士論文共有

282篇。再看20年前的情況，在1985年至1994年期間，同一範疇的博士

論文卻只有23篇。再看學術成果，簡單看看專門出版有關香港專著的香港

大學出版社多年來的目錄，同樣發現上述領域的出版刊物數目，1985年至

1994年間便只有32本，而2005年至2014年間卻有181本。」引述來自《端

傳媒》，2015年1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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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數，可以更有效解決社會矛盾？背後是否有一套完整的管治理念

或體系，是港英官員從不說出口的為官之道？這是一片鮮人為知的

領域，當中存在許多未解的謎團。現有專著若不是說港英官員如何

能幹，便是認為港英政府有何精明，因為資料多從訪問退休高官而

來，他們自然不會說自己壞話，也因為數據多來自對港英政府的滿

意度調查，政策受惠者當然一面倒讚口不絕，結果令觀點浮於口述

歷史層面，或屬於大眾一般意見。這些研究成果不是不好，也不是

不夠真實，奈何缺乏結構性和連結性的前因後果，看不到事實背後

的真相，令人沒法窺探港英官員的處事理念，不能找出港英政府的

管治招數。所以筆者在本書深度分析大量歷史中的實例，希望找出

當年港英政府的施政邏輯和行政倫理。

過去近二十年間，香港的政治生態迅速改變，特區政府對前朝

事物嗤之以鼻，例如冷落歷史檔案館，令資料規模小得可憐，令筆

者費盡心機，也找不到港英政府決策過程的記錄，惟有被迫遠赴英

國的國家檔案館，當千辛萬苦到達倫敦Richmond火車站，疲累等

候直達檔案館的R68巴士的時候，慨嘆發生在香港本土的舊事，竟

然要坐十多個小時飛機、火車和巴士，才能找到原件。這就好像中

國的超級國寶文物，卻要在大英博物館才可以看到。2 不過，大英

博物館的許多中國文物，除了是在晚清時代從中國搶走之外，頗多

是從文物販子買回來的。而且文物吸引了大量遊客，為英國賺取可

觀的入場費，英國當然不願把它們退還給中國。相反，英國國家檔

案館的香港歷史資料，卻是對外國人開放的，只是特區政府一直不

2 作者當時到英國國家檔案館，並不全是為了本書而搜集資料，也為了另外

一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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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索取或購買（其實很多都是免費的），直至近年才從英國弄來一小

批香港歷史檔案，從2015年4月30日起供公眾閱讀。故此，希望

特區政府從此急起直追，不要像過往般冷待香港的歷史資料，因為

沒有把以往的決策過程仔細記錄好，特區政府便無法對治理方法去

蕪存菁，不能把寶貴的管治文化遺產傳承，香港便難以繼往開來。

事實上，開埠百多年來，香港經歷過無數的挫折與風浪，港英

官員累積了豐富的人生經驗和生活智慧，學懂了許多有用的規劃方

法和管治招數，令嚴重的社會問題也可迎刃而解，屢次遇上重大的

危機卻能化險為夷，開埠後在顛簸的路途上，香港社會不斷成長，

並迅速成為世界有名的國際金融貿易中心，許多學者稱之為「香港

奇跡」。3 可是，人們對「香港奇跡」一向充滿誤解，因為剖析以前

香港的成功之道，當中最關鍵的，當然是港英官員究竟如何決策和

執行任務。但一般人總會假設港督或輔政司署（或後來的布政司署）

非常有才幹，懂得把問題思索清楚，按部就班認真處理就是，甚至

誤會決策者來自英國的最高領導班子，或是通過「軍情五處」（MI5）

保安審查的華人高官，他們都是跟從英國的一套方式辦事。如果你

也這樣理所當然地假設，那就永遠不會明白港英時代的成功之道，

因為才幹是後果而不是原因，而且港英政府從來都自成一格，更經

常與英國上司意見不合。

要清楚了解這些方面，我們要把英國和香港分為兩個政治實

體，因為英國當局發覺港英政府不一定服從祖家的指令，所以不時

3 鄭德良著：《香港奇跡：經濟成就的文化動力》（香港：商務印書館，

1993）； 劉 潤 和、 高 添 強 著：《香 港 走 過 的 道 路》（香 港： 三 聯 書 店，

2012）；王于漸著：《香港奇跡已經幻滅？》（香港：中華書局，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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諷刺香港是個「共和國」（republic）。因此，我們須要知道：誰在英

國對香港最有話事權？誰是港英政府的決策者？後者為何不聽前者

的吩咐？不聽的通常是甚麼方面？他們的政治立場和個人價值觀是

甚麼？從何而來？是這些主觀因素，還是客觀的社會問題或環境現

實所致？主觀原因的話，他們有甚麼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道德觀

念？例如保守主義、自由主義還是其他政治哲學？義務論、後果論

還是德行論的道德觀念？不同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道德觀念，令

他們分別用甚麼態度對待社會的各個階層？客觀原因的話，即是說

就算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道德觀念一致，也可能會因為英國

上司身在倫敦，而未能像港英官員般緊貼中國社會脈搏和了解市民

訴求，反過來也可能會因為港英政府遠離祖家，所以沒有政黨選票

和國家利益的負擔。無論如何，在前線的殖民地官員面對甚麼客觀

環境，令他們萌生與祖家上司不同的想法？有何辦法抗令？又或者

有否採取中間路線？例如陽奉陰違？又或合作互補，既依靠自己力

量又不放棄與英國當局合作？總而言之，究竟締造殖民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的竅門是甚麼？筆者按照上述的一連串問題，在大量的實例

中尋找端倪，發覺大部分的答案都十分相似。

對於上述問題，熟悉中國近代歷史的人都知道，以前港英高層

就有一群被稱為「中國通」的英籍洋人，他們對中國文化和中國人

的性格十分了解，數目在英國的外交部和殖民地部最多，又以會說

中文的駐華領事官員和港英政府官學生最有代表性。他們不但能擔

任英國政府的中國事務顧問，為上司詮釋華人的風俗習慣之外，也

擅長分析中國的社會形勢，從微觀民生到宏觀大局，都能作出比較

正確的判斷，所以在十九世紀中後期開始漸露頭角，進入二十世紀

後也越來越多中國通被委任為殖民地首長，例如1902年因有調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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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將經驗、又懂中國官話而被委任成為威海衛專員的駱克（James 

Stewart Lockhart），1912年因在辛亥革命後能盡快摸清中國底蘊而

被委任為港督的梅含理（Francis Henry May），1925年因最能凝聚華

人來解決省港大罷工而被委任為港督的金文泰（Cecil Clementi），

1947年因有重建斐濟經驗有助香港戰後復蘇、又善與華人打交道而

被委任為港督的葛量洪（Alexander Herder Grantham）；當然，還有不

能不提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問北京、中美開始建交後，英國迅速

委任對華外交經驗豐富的麥理浩（Crawford Murray MacLehose）出任

香港總督。由於中國通的數量之多和官職之高，在十九世紀後期已

經開始支配港英政府的決策，所以他們的政治意識形態和個人價值

觀念是否與他們的英國上司相似就顯得非常重要，他們是否比英國

當局更緊貼華人社會脈搏和了解本地訴求就變得非常關鍵，例如葛

量洪和柏立基就時常提出與英國上司不同的意見，甚至被埋怨沒有

顧及英國政黨選票或國家利益。

中國通時常與上司的意見不合，箇中道理其實不難明白。英國

委任中國通做港督和高官，雖然是為了英方利益，但滿腹經綸的中

國通卻非池中物，他們且有遠大抱負，在大是大非的問題上，往往

在英國利益和遠大抱負之間，有出人意表的抉擇。香港浸會大學歷

史系學者布琮任指出：「並非所有歐美專才也能與中國的官僚習性

與政治生態全面揉合；未能磨合者或會選擇淡出政壇，甚至憤然離

職……他們能否在另一種『帝國體制』下生存，大多取決於他們採

取哪一種肆應態度。」4 而中國通官員能長期生存在中國與英國之

4 布琮任著：〈清季西方顧問在華的肆應 —以馬士（H. B. Morse）在李鴻章

幕府的生涯為例〉，《中正歷史學刊》（2008年12月），頁2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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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他們的做人處事態度，正是令他們能成功以社會的整體利益為

前提，在中英兩國之間找到最適當的平衡。頷首低眉、謙卑恭順、

不慍不怒、泰然自若，這些表情和態度是最好用來形容昔日的一群

中國通，他們既有不爭輕重、尊卑貴賤的中國士人理想，也有勇敢

向前、保護弱小的英國騎士精神。但遺憾的是，在這方面的專著至

今仍一片空白，未能把這種管治態度說清楚。

隨著1938年廣州失守淪陷，洋人傳教士不能再北上學習中國

傳統文化，港府也沒法再派洋人官學生到廣州學習中文，令中國通

後繼無人，他們獨特的管治之術無以為繼。為了保留中國通的精神

文化遺產，筆者從史實中搜集了大量個案，以便深入調查分析，找

出當年中國通對社會的貢獻，利用管治的有關理論作為框架，把中

國通出人意表的抉擇分類，最後歸納成為一套「中國通模式」，藉此

填補香港管治歷史研究的空隙，探索中國通對未來管治改革的意

義。令筆者意外的是，根據史實歸納出的「中國通模式」，竟然可以

重新解讀「積極不干預主義」，令這個對解釋「香港奇跡」最有代表

性的抽象名詞，終於可以與香港歷史和有關理論銜接。根據本書對

大量案例的分析，「積極不干預主義」其實不是「非中國通」夏鼎基

所謂的「權衡輕重，仔細考慮」是否干預，而是另有所指；稱得上

是主義，因為它是一個經過長時間發酵和續養、有完整體系的思想

和信念。故此，本書帶大家穿越時空，回到創造香港歷史的洋儒與

（二十世紀中後期不再以洋儒自居的）中國通時代，分析他們的政治

意識形態和個人道德觀念，便會明白「積極不干預主義」的來龍去

脈，揭開這個長期被人誤解的信念背後的意思。

在撰寫本書期間，電視新聞傳來杜葉錫恩（1913–2015）的死

訊，對失去這位對香港社會有極大貢獻的中國通，作者感到非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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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杜葉錫恩與其他西方來華的傳教士一樣，苦學中文融入社區幫

助窮困的華人，因為自小在工運大本營紐卡素的貧民窟長大，所以

杜葉錫恩的真正信仰是「社會公義」（social justice），就如她在1982

年出版的自傳，書名叫做Crusade for Justice，意指為了維護公義的社

會運動。因為身在建制之外，所以杜葉錫恩沒有顧忌經常批評政

府，但有兩方面值得我們格外關注：第一，她批評的不是港英政府

的效率和嚴明，而是抱怨英國政府對弱勢社群的保護不足；第二，

同是中國通的港英官員沒有要杜葉錫恩收聲，反而對她非常重視，

每次收到她的投訴信件都積極處理。這兩方面也粗略表明兩點：第

一，在建制外的中國通杜葉錫恩與在政府內的中國通官員，大家都

抱擁相同的理念，就是維護社會公義；第二，不過杜葉錫恩這位中

國通是在建制外的死硬傳統左派，一生守護「社會主義」的理想，

而在建制內中國通的內心世界就複雜得多了。就如十九世紀在中國

海關工作了幾十年的洋儒（為了方便與士大夫打交道，在二十世紀

初滿清政府滅亡前，頗多中國通都自稱甚至打扮為洋儒）赫德，就

用「騎馬理論」來形容自己的為官之道：為官須要像騎馬般保持平

衡，甚至像冠軍騎士般擁有高超的技術。但無論如何，正所謂「食

君之祿，擔君之憂」，在建制內的洋儒和中國通雖然也決意彰顯公

義，但往往須要在英國利益和維護社會公義之間作出明智的選擇，

這正是本書要研究清楚的核心地方。

不過，「公義」（justice）一詞至今仍沒有精確和統一的定義，例

如希臘哲學家柏拉圖視「公義」為社會和諧，教徒認為它是上帝的

道德規範，近代思想家例如羅爾斯指出「公義」即是公平。因此，

社會不同階層對同一事件是否「公義」的看法經常發生分歧，例如

時任香港政務司司長林鄭月娥在2014年2月14日於立法會會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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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辭，她重申特區政府會致力維護「行公義」這個核心價值，5 可是

今天越來越多反政府的社會運動，都是高舉維護「公義」的旗幟而

行動起來，證明香港社會對林司長口中的「公義」有不同的看法。

自古以來，由於「公義」沒有統一標準，所以社會通常出現矛盾，

令許多人希望搞清楚「公義」的真正意思。由哈佛大學教授桑德爾

（Michael Sandel）主講的 Justice開放式課程的第一講，就以應否殺害

一人而挽救其他五人性命，還是不殺害任何人但讓五個人死在自己

眼前為題，推論哪個選擇才算是「公義」。結果不同學生有不同答

案，助教沙利文（Kathleen Sullivan）看到桑德爾就「像一個指揮家般

分別指揮號角及銅管樂器的演奏」，6 盡力把不同意見磨合，找出比

較和諧的聲音。與桑德爾一樣，早期的洋儒也以西方傳統觀點看

「公義」，但隨著天主教的分裂和啟蒙思想的百花齊放，洋儒對「公

義」失去了焦點，沒法成為一位出色的「公義」指揮家。當不知如何

是好之際，洋儒驀然從漢學中找出答案，因為他們發覺「公義」只

是一個形容詞，與「美麗」、「幸福」甚至「好吃」一樣，無須執著於

找出一個公認的定義，所謂見仁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

之謂之智」，7 於是不再糾纏於判斷事情是否「公義」，改為鍛煉心志

做好自己，以西方的科學精神，進行「公義」的實驗。箇中道理並

5 林鄭月娥致辭的全文見《香港政府新聞網》，進入網站日期：2015年12月

15日，http://www.news.goV.hk/tc/record/html/2014/02/20140214_ 
232823.shtml。

6 〈哈佛開放式課程〉，《正義：一場思辨之旅》，進入網站日期：2016年1月

30日，http://www.myoops.org/main.php?act=course&id=2258。
7 《周易．系辭上》，進入網站日期：2016年1月30日，https://zh.wikisource.

org/zh-hant/%E5%91%A8%E6%98%93/%E7%B9%AB%E8%BE%AD%E
4%B8%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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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一兩段文字可以說清楚，故此筆者希望利用本書對大量例子的

分析，說明以往洋儒和中國通官員如何「行公義」之餘，又能被普

羅大眾接受和稱許，與學術上的「公義」（或「正義」）概念比較一下，

看看有何相似或矛盾之處，希望從中得到更有意義的理解，令「公

義」得到更有效的實踐。

這次是筆者自2006年起，研究管治理論的第九冊書籍。因為探

索越要深入，立論越要精宏，研究工作一本比一本艱深，對新書寫

作乏勁之際，幸好香港城市大學的舊同事來電，告知筆者2014年11

月出版的《港產紳士：治港百年的半山區上文化》有一群高級知識分

子讀者，並邀約見面分享香港舊事，赴會後發現諸位高人都是對香

港舊社會十分認識的資深前輩（但個別年紀可能不比我大），筆者有

機會向她／他們學習。在此要多謝當中的江先生，若不是他在2015

年1月把筆者拙作大力推薦給朋友，筆者也不會邀請香港浸會大學

電影學院課程主任陳家樂博士，一起與江先生從2月初開始討論了

五個月，會議中由江先生出題然後筆者即場作答，研究如何把港英

政府的管治方式分類整理，本書的第十四、十五章的管治招數和政

策範疇案例，正是在這段日子裏由筆者撰寫出來的；期間也邀請了

香港廣播署前署長和香港電台前台長黃華麒先生、朱培慶先生、邵

盧善先生，公務員事務局前局長王永平先生等前輩先後出席聚會，

聽聽筆者介紹港英政府各種管治招數的整理資料，各位嘉賓也先後

提出了很多有用的意見，實在令筆者茅塞頓開，在此衷心感謝。經

過一年多的寫作之後，筆者希望本書的出版，能令江先生和陳博士

覺得有參考價值，並作為有關項目的基礎資料，也希望本書在學術

上有所貢獻，特別是令關心香港管治問題的朋友們覺得有用。當

然，本書的所有錯漏均由筆者負責，與上述前輩和朋友無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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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者也在此感謝關信基教授在2015年11月20日接受我的約

見，多謝他為我們一群師生以「公義」為題演講，說明何故要以「公

義」為原則來制訂公共政策。我非常佩服關教授不斷為港人追求「公

義」的熱誠，雖然2011年推出的《最低工資條例》已實施多年，但香

港的樓價卻同時翻了一倍，通貨膨脹不消一刻間就把最低工資的效

果化解於無形，證明「公義」應該被放入更多政策的考慮範圍內，

起碼包括衣食住行，而不僅是扶貧政策。得到關教授的啟發，令我

撰寫本書的時候，更加留意港英政府的扶貧方法，搞清楚以前中國

通官員是如何維護「公義」的，結果發覺他們果然是利用各類不同

的政策來相輔相成，成效相當顯著，例如麥理浩時代的堅尼系數是

向下降低的，與過往二十多年不斷攀升到2016年住戶每月收人的

堅尼系數0.539相比，當年麥理浩的施政實在是個了不起的成就，

但原因並不只是麥理浩的公共房屋政策，而是他的許多其他政策都

能彰顯「公義」，才能產生一個互補效果，不然就不會連個人每月收

入的堅尼系數，也從1976年的0.411減少到1981年的0.398。8 由此

可見，社會「公義」不是一招兩式就可以成功，扶貧也不只是貧窮

線的數字遊戲，而是一項複雜的「人心工程」；詳細的道理，請容我

在本書的有關章節再說。

我要多謝好幾位學者對本書的內容給了不少意見，首先當然是

饒美蛟榮休講座教授，他是研究「積極不干預主義」的先鋒，早在

上世紀八十年代已經發表過不少評論「積極不干預主義」的文章。

更難得的是，他為本書寫了序言，說明了我們需要繼續研究「積極

8 數字來自政府統計處及王于漸著：〈1980年前後的教育機會〉，《信報財經

新聞》，20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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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干預主義」的價值。還記得見面當天，饒教授不忘我校的學術認

證工作，筆者不禁被他追求學術高度的態度所感染。

還有澳門理工學院的幾位同事，特別是早在1998年寫論文用

大量事例否定夏鼎基對「積極不干預主義」的解釋的陳卓華副教授，

他們對筆者從事香港研究的不斷支持和在封底寫了推薦語，特別是

公共行政高等學校前主任、現任澳門特區政府行政法務司顧問婁勝

華教授，每年為筆者的新書看稿，給予過很多寶貴的意見。隨著婁

教授學而優則仕，2015年9月到澳門特區政府當官，筆者在此順道

祝賀他仕途暢順。

也多謝前香港教育大學社會科學系主任兼協理副校長盧兆興教

授，除了為本書封底寫了推薦語外，也邀請筆者客席主編Asian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的一期特刊，讓筆者邀請外國學者

把本書的一些理論，放在香港以外的地方論證，也藉此批判本書的

有關觀點，令筆者收穫甚豐，實在不勝感激。

最後，還要多謝從台灣到我校擔任訪問講師的中國文化大學董

致麟博士閱讀本書初稿，筆者對他提出的不少意見和建議感到萬二

分感激。當然，如果此書的理論論述和資料搜集有任何不足或錯漏

之處，皆由筆者一人負責，但如蒙讀者見諒，筆者必定銘感五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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